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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學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環境因素
初探

陳毓文

本研究的主要目在檢視一般在學青少年自殘行為發生的比例，並探究家中他人的

自殘經驗、親子關係、父母衝突、同儕關係以及師生關係等環境因素與青少年自殘行

為之相關性；同時也將檢視自殘行為的性別差異現象。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

選取受訪樣本，先按台灣地區都市特性與都市化程度，將台灣分成北、中、南、東四

大區域，再依據學校性質分為國中組、高中組與高職組。在取得校方同意後，遂委請

學校以隨機的方式選取每一個年級各一班學生參與，並透過自填式團體問卷調查來蒐

集相關資料。結果共得有效樣本數為1,975人，其中42%為男性，58%為女性。在本研
究樣本中，有22.4%的受訪者過去曾經有過自殘的行為；而且在這些自殘者當中，有
75.6%的人表示曾經自殘至少兩次，更有17%的人表示，自己這樣的自殘行為已經發生
過「很多次」或「數不清楚幾次」；自殘方式中則以「用利器(如美工刀、玻璃片)割傷
自己身體某部位」者所佔的比例(48.6%)為最高，其次則為「用香菸或火柴燙傷自己」
(26.5%)。多元邏輯迴歸分析則發現：在控制的情境下，女性、家裡曾有人自殘過、親
子關係越差，父母衝突越嚴重，以及師生關係越差的青少年，其自殘的機率就越大。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的處遇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自殘行為、父母衝突、親子關係、同儕關係、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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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耍帥 20國中生集體自殘  起初兩人相邀割手腕背  一周內同儕互相模仿  

有人邊割邊哭  家長指學校處理不當  一發現個案  應立即滅火」 

聯合報 93/05/03

以上這則新聞發生在一年多前，當時台北縣某國中因同班約20名學生被發現

有集體自殘的現象，而引起家長與社會相當大的關切。該則報導以「耍帥」來形容

這樣的行為，並強調這些孩子只是出於一種好玩的心理而相互模仿，且傷口都很表

淺，不是想要自殺，故不用太過緊張。這則新聞突顯了社會大眾對於青少年偏差行

為的一種態度：當偏差為青少年時期個人耍酷、耍帥的行徑時，我們無須花太多的

心力去了解這群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或理由；而且一旦發現這種行為，要立即禁

止，以免造成同儕仿效。然而青少年自殘真的只是為了「耍帥」嗎？

目前國內並沒有任何調查或研究資料可以顯示青少年自殘的人數或比例，只

有一些小型、零星的調查報導約略呈現目前青少年的自殘現象，如台北市大安區少

年輔導組針對區內一般在學生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有37%的受訪者表示曾想過

要自殘(聯合報，2003)。另一項也是由台北市少輔會所執行的調查則發現，在受訪

的427位偏差青少年中，有45%的人曾想過要傷害自己的身體(遠比有自殺念頭的5%

還多)，其理由包括：抒發情緒、表達不滿，或顯示自己與眾不同(民生報，2004)。

有自殘想法的人數比例代表此問題的嚴重性不容小覷，但由於自殘比較不會威脅到

當事人的生命，且又沒有所謂的「被害人」，因此一般人雖將自殘視為一種偏差行

為，其所受到的關切卻遠少於其他類型的問題行為。

事實上，國外已有資料顯示：自殘行為特別容易發生在青少年族群，且有日漸

增加的趨勢(Briere & Gil, 1998)。雖然過去的研究多認為自殘比較容易發生在患有邊

緣人格異常的人身上(Simeon et. al., 1992; Zlontnick, Mattia, & Zimmerman, 1999)；但

近年來卻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許多自殘者並沒有精神違常的情況，如有調查估

算，發生在不具有精神疾患診斷之青少年的自殘比例約佔5.1% (Patton et al., 1997)到

13.8% (see Ross & Heath, 2002, for a review)。而另一項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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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3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經自殘過(Gratz, 2001)。若當事人沒有主動提出，外

人往往無法得知其是否有自殘的行為，因此有學者認為，目前有關自殘發生率的數

據應該是低估的(Suyemoto, 1998)。

雖然自殘行為通常不會對當事人造成立即性的生命威脅，而且又沒有傷害到他

人，但此行為明顯會造成當事人肉體上的傷害，也代表這些人正透過自殘來向大家

呼救，所以他們是需要相關專業協助的一群人。在提出有效處遇策略之前，我們需

要瞭解影響此行為之相關因素。然而目前此議題尚未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重視，除了

一篇針對一些自殘青少年的行為意義進行初探的研究論述外(陳毓文，2000)，只有零

星幾篇有關青少年自殘行為的綜論性文章，且多是透過整理國外相關文獻來討論影

響因素與處遇策略(如：王修平、陸汝斌，1992；黃雅羚、林妙容，2004；鄭麗芬，

2003)，未見以本土實證資料來提供較具代表性的論述。本文遂將透過實證資料的分

析來檢視影響青少年自殘行為的相關因素。

自殘行為的發生往往是多種因素交錯影響而促成的結果，因此國外目前有關

此議題的文獻也因研究者專業背景而有不同的切入點。在進一步整理現有的文獻資

料之後發現，我們可以將與青少年自殘行為息息相關的危險因素分為三個層面：個

人、家庭與學校。在個人因素方面，目前相關研究多集中在比較性別差異，並檢視

各項精神疾患與臨床上所接觸之自殘者的相關性。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為一般

在學生，而非臨床案例，有關個人病理相關解釋因素並不適用；又考量在青少年發

展階段，其行為和生活規範主要形塑於家庭之中，又此時同儕團體的影響力也已慢

慢增強。本文遂將研究重點放在檢視家庭環境與同儕關係中所存在之危險因子對青

少年自殘行為的影響，並同時檢視性別因素的影響。在提出研究架構之前，先就相

關的文獻資料作一番檢視，以鋪陳本研究之知識基礎。

二、文獻探討

(一) 自殘的定義

國外早期的研究往往將自殘(self-mutilation, self-injury)、自殺(suicide attempt)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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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傷(self-harm)幾個名詞交互使用，使得大家不免認為這些行為都是一樣的。近年來

國外學術界認為這些名詞間定義的混淆或互用的情況是不應該存在的，因為自殺與

自殘者行為背後的動機並不相同，最簡單的辨識方式為：自殺者有死亡的意圖，自

殘者則沒有。自殘者通常透過各種肉體上的傷害以蓄意造成身體疼痛，行為的目的

多半在發洩情緒或表達不滿，雖然有時候這樣的自殘行為也可能會不慎導致死亡，

但自殘者在行動之前通常並沒有死亡的動機(Favazza, 1998)。對於自殘者而言，自殘

是用來因應或面對情緒上的壓力，而不像自殺者是為了要永遠逃離生命中的苦痛；

故有些自殘者甚至認為他們比自殺的人「勇敢」，因為他們選擇面對、而非逃避問

題(Muehlenkamp & Gutierrez, 2004)。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自殺與自殘乃是兩種

不同的行為，雖然有些人既曾自殺也曾自殘，但這兩種行為背後的動機卻是不一樣

的(Guertin et al., 2001; Hurry, 2000)。近期一項區分自殺與自殘青少年，並比較其差

異性的研究便發現(Muehlenkamp & Gutierrez, 2004)：對生命所抱持的態度是區辨自

殺與自殘者時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通常自殺者對生命所抱持的態度會比自殘者來得

負面許多。

相對於自殺與自殘，目前自傷(self-harm)一詞的使用則更為廣義，通常包括自殺

與自殘兩種行為，而青少年之酗酒、吸毒、飆車等一些對生命具有威脅的偏差行為

也往往被視為一種慢性「自傷」的行徑(Daily, 1992)。Daily更進一步將慢性自我傷害

行為區包含下列四種類型：(1)強烈的自我拒絕與自我毀滅感，(2)具相當冒險性的行

為，(3)嚴重影響生理健康的行為，以及(4)傾向於產生意外的行為。國內學者許文耀

等(1994)也曾廣義地定義自傷行為，他們認為自傷應該包含以下五種行為：「①有情

緒困擾，如憂鬱。②有生理疾病、容易生病或請假次數過多。③採取攻擊行為。④

容易發生意外事件或違紀、曠課次數過多。⑤曾企圖自殘、自殺。」(pp. 161-162)。

由於自傷除了包含自殺與自殘之外，也包含了一些影響身心健康的長期自毀行為，

可見自傷行為的定義乃更為廣泛。

為了避免名詞上的不當使用所造成的混淆，本文遂以定義較明確的「自殘」來

表示個人沒有死亡意圖或動機的自我殘害行為，且該行為會造成當事人肉體上的傷

害與疼痛，類型則包括如：割腕、以煙蒂燒傷自己、捶牆、以銳利物品刺傷身體，

以及割去自己身體某部分器官等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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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環境之影響

家庭是每個人成長學習最基本的環境，兒童與青少年的行為和生活規範更主要

形塑於家庭之中，即使同儕團體的影響力在此時已慢慢增強，家人的影響仍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Youniss & Smollar, 1985)。因此，家庭因素乃是青少年研究中不容被

忽略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國外研究最常被發現與青少年的自殘行為有關的家庭因

素包括：家人的自殘行為、父母間的衝突，以及不良的親子關係等，以下便將探討

這些家庭因素對青少年自殘行為的影響。

1.	家人的自殘行為

根據環境模式的論述，自殘行為往往是一種學習的結果，透過觀察他人類似行

為的發生與發生後所得到的正增強而發展出來的解決問題模式。所謂的正增強包含

如：因此而得到情緒上的紓解、得到想要的物品，或是他人的關懷等，藉由這些正

增強的反應，個人在面臨困境時，便學習將自殘視為一種可行的解決之道。由此觀

之，家人的自殘行為往往成為青少年自殘者首要的模仿對象，特別是當這樣的自殘

行為並沒有被阻止、甚或被默許的時候；因此當家裡有人曾經自殘時，則青少年選

擇以自殘做為解決問題方式的機率便會較大(Allen, 1995; Bennum, 1984)。

2.	親子關係不良

對於自殘者而言，這樣的行為往往有助於抒發情緒，以及處理內心與外在情

境的衝突，並讓人從中獲得自控感，使得生命中足以威脅到自我的負面情緒不致超

過個人所能負荷的程度。在相當多有青少年子女的家庭中，大概不論父母或青少年

本身都會同意：當時的互動衝突往往是最嚴重，也最令人記憶深刻的。有人相信如

此關係的緊張是一種互動的結果，但也是家庭成長過程的必經之路，因為此時的父

母親與青少年子女都會面臨相當多的壓力，只是這樣的壓力並非皆將導致問題，許

多家庭還是能安然度過此「風暴期」。但對於當時沒有妥善處理親子衝突的家庭而

言，便可能因此埋下日後青少年問題的種子。緊張的親子關係往往造成生活中的壓

力，使得處於其中的青少年感到被拒絕或被放棄，隨之而來的情緒反應可能是憤怒

的，此時透過自殘所引發的身體上疼痛便有助於心理痛處的宣洩，因為親子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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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不一定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但透過自殘可以讓他們感到有自控感。不少實證資

料便顯示，自殘青少年的親子關係往往比非自殘者差(Allen, 1995; Chowanec et al., 

1991; Darche, 1990)。

3.	父母衝突

當我們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時，我們便不難發現：除了親子間的垂直關係之

外，父母親彼此的關係往往也會對青少年的行為產生影響。當父母關係不和諧，而

且常常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通常無暇顧及子女的需求與問題，更遑論關心或提供

子女必要的情緒支持(Bush & Pargament, 1995; Eskin, 1995)。家庭暴力或衝突往往

成為青少年生活的壓力源，父母之間的暴力衝突雖然並非直接針對孩子，但這樣的

生活環境卻很容易讓子女產生無力或無助感，他們為無法改善父母之間的關係而感

到挫折、沮喪。有些則認為自己是造成父母衝突的原因，因此自責、產生罪惡感 

(Applewhite & Joseph, 1994; Yip, Ngan, & Lam, 2003 )。此外，衝突與暴力的生長環

境讓孩子無形中也學會了以暴力來解決問題，除了對他人可能的暴力傷害外，面對

自己的困難時，也可能以傷害自己來處理之(Derouin & Bravender, 2004)。

(三) 學校環境之影響

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基礎，而學校則是青少年社會化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此時學校同儕的影響往往變得更重要；而除了同儕，與青少年在學校中互動尚

屬密切的人就是教師了，故在探究學校環境的影響時，師生關係是不容被忽視的。

以下便將針對學校中之同儕及師生關係與自殘行為之相關性的研究進行討論：

1.	同儕關係

所謂的同儕團體是指同齡或年齡相近者所組成之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因

青少年多以學校為主要的社交場域，故其同儕關係的建立也多以學校同學關係為基

礎。許多研究青少年的學者都不會忽略同儕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力，早期研究傾向

於視同儕團體對青少年的影響為負面的，認為青少年偏差行為多受到同儕價值或態

度的影響而產生，然而近期的研究卻發現：同儕影響力並不必然是負面的，它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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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發展也能產生正面的功能(Brown, 1990)，其中的影響過程與機制並非簡單而

唯一的。只是不論同儕所影響的是正向或負向的行為，其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都是

不容否定的，因此在研究影響青少年某種行為產生的時候，同儕團體為必要檢視的

部分。

一般而言，同儕團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可分成質(互動關係)與量(互動頻率)的部

分，而國內一項比較親子關係與同儕關係對青少年前期之影響的研究顯示(羅國英，

1996)：青少年多半認為他們比較能夠從同儕身上得到尊重與情緒上的支持，當他們

有心事時，他們也傾向於與同儕訴說；換言之，同儕的主要功能是情感性的，可於

必要時提供情緒支持與鼓勵。而相關的文獻也發現：有自殘經驗青少年的同儕關係

往往比較不好，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問題的時候，無法從同儕身上得到及時的情緒支

持，因而增加其以自殘來處理情緒的機率(McLaughlin et al., 1996)。目前國外文獻針

對同儕關係與自殘行為之相關性的檢視遠少於對自殺行為的關切，故有關同儕關係

與自殘行為之相關性仍需更多實証上的檢測。

2.	師生關係

在學校學習環境中，老師除了傳遞知識，也必須提供教室常規(rules)，讓學生

能專心於課堂的活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且表現出良好的人際關係(金樹人，

1998)。此外，教師在情緒支持方面，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有研究顯示：許

多學業成就低落的學生表示自己無法從教師及同學身上得到情緒支持，而為求保

持自尊，這些學生反而會以偏差或退縮的行為來面對他們認為不友善的學習環境

(McCallum & Bracken, 1993)。在國內外一些有關中輟原因的研究也發現：得不到老

師的支持，覺得老師故意找麻煩，以及無法符合老師的期待是他們離校的原因之一

(劉秀汶，1999；Roeser & Eccles, 1998)。由此可見，師生互動關係的品質也是影響

學生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師生關係越好的時候，則青少年偏差行為產生的機率

會越小。儘管如此，相較於同儕關係，目前尚未有研究特別針對師生關係對青少年

自殘行為之影響力進行探究，故這兩者的關係有待本研究檢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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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差異

有關自殘行為是否有性別差異的論述，目前因研究結果互異而未能有一致性

的看法。有些研究發現：少年與少女在自殘行為上沒有差異性(Briere & Gil, 1998; 

Garrison et al., 1993)；但有些研究則發現女性有自殘經驗的比例多於男性(Lipschitz et 

al., 1999; Ross & Heath, 2002)。由於這些研究對象有臨床案例也有一般在學生，故其

關係的本質可能互異，本研究也將考量自殘青少年的性別，以了解國內青少年的自

殘行為是否存在著性別差異。

(五) 研究架構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青少年自殘行為與家庭環境中之他

人自殘經驗、親子關係、父母衝突，以及學校環境中之同儕與師生關係等具有相關

性；即家裡有人自殘過、父母衝突越大，以及親子、同儕、師生等關係越不佳的青

少年，則其自殘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就越高。此外，本研究也將檢視自殘行為是否有

性別差異的情況。據此，本研究遂提出以下的研究架構：

圖1：環境因素與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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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與樣本

1.	抽樣原則

本研究的研究母體為台灣地區國中、高中及高職的青少年。在抽樣上採分層

隨機抽樣的方式，先按台灣地區都市特性與都市化程度，將台灣分成北、中、南、

東四大區域，再依據學校性質分為國中組、高中組與高職組，繼而由教育部公布之

最新全國各級學校名錄中，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從各區、依學校性質抽出受訪學校，

受訪學校所位於的城市包括：台北縣市、台中縣市、南投縣、台南市、高雄市以及

花蓮縣市。在選定受訪學校之後，研究小組便逐一與這些學校聯絡，以取得校方同

意。在班級選取方面，也委請學校以隨機的方式選取每個年級各一班學生參與。結

果所得之各性質學校的總數為：高中七所，高職六所，以及國中七所。茲將各校學

生參與人數依學校性質和年級分佈情況詳列於表一。

2.	樣本背景資料

根據以上的抽樣原則，本研究共發出2,166份問卷，其中有兩份問卷因學生中

途離開教室而被視為無效問卷，共得樣本數為2,164，顯示各校學生的參與程度都很

高。由於本問卷是以自填方式進行之，故不免產生部分遺漏值，在去除資料不完整

者後，結果共得有效樣本數為1,975人，佔總樣本數91%。其中男性829人(42%)，女

性1,146人(58%)，平均年齡約為15.8歲(標準差為1.62)。就地區分佈來看，東部的學

校較少，故在樣本中亦反應相似的分佈狀況(詳見表二)。

表一：各性質學校及各年級的參與研究學生人數(n = 2,164)
學校性質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共計人數(%)
高中 304(14.1) 278(12.8) 148(6.8) 730(33.7)
高職 262(12.1) 292(13.5) 194(9.0) 748(34.6)
國中 217(10.0) 238(11.0) 231(10.7) 686(31.7)

表二：樣本來源區域分佈狀況

區域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人數(%) 454(23.0) 673(34.1) 613(31.0) 23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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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結構方面，研究樣本大多數來自雙親家庭(83.2%, n=1,644)，其餘(16.8%)

則來自非雙親家庭，單親家庭結構最主要的原因有：父母親離異，佔總人數的7.4% 

(n=145)，其次為喪親3.5% (n=70)；此外有2.6% (n=5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父母

親正處於分居的狀態。在個人學習經驗方面，約2.0% (n=38)的學生曾經休學，另外

1.5% (n=30)的學生曾有過中輟經驗，可見本研究樣本所代表的是一般在學生，並非

特別的個案。

(二) 變項與測量工具

茲將各主要變項的定義、測量方式以及其信、效度分述於下：

1.	本人及家人的自殘行為

為避免受訪者將自殘行為誤以為是自殺行為，故本研究乃直接詢問受訪者過去

是否曾有過沒有死亡動機的自我傷害經驗，對於回答曾經有此經驗者，則續問此經

驗發生的頻率與其所採取的自殘方式。本研究中所陳述之自殘方式包括：拿利器(如

美工刀)傷害自己的身體、用香菸或火柴來燙傷自己、故意去撞牆及其他硬物，故

意用東西插入自己的皮膚，用尖銳物品插入皮膚、拔頭髮，以及用力咬傷自己等行

為；由於自殘方式往往相當多樣，在此也提供「其他」項供受訪者自行填答。有關

家人自殘經驗方面，也是直接詢問據受訪者所知，他的家人是否有過傷害自我的經

驗，以「是」與「否」來回答。

2.	親子關係

此概念的主要目的在測量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互動關係，所強調的是青少年

與父母互動的頻率，以及青少年對此互動關係的心理感受。本研究採用鄭秋紅根據

Gongla & Thompson (1987)所編訂之「親子互動關係量表」(1993)修訂而成。該量表

含兩個測量向度：一為具體的互動經驗，另一為心理方面的互動經驗。所謂的具體

互動經驗指的是親子之間接觸與活動的頻率(如：我的父(母)親會抽出時間來陪我)；

而心理方面的互動則是指父母在子女心中的存在性、地位或心理親密性，以及子女

對父母之認同感等之主觀感受(如：我覺得我與父(母)親之間有距離、無法溝通)。鄭



一般在學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環境因素初探　105

氏所設計之量表共計23題，分成父親與母親兩大部分，父親部分有10題，母親部分

有13題。在父親方面，有6題父子互動、4題心理互動；在母親方面，則有8題母子

互動、5題心理互動。研究者在檢視所有題目內容之後，認為父親與母親的題目應

該可以完全相同，以利於比較彼此可能存在的差異，故對鄭氏之量表加以修改、增

訂，使得父親與母親部分都各有14題，之後再將所有得分加總，以呈現親子的互動

品質。又為避免受訪者在兩部分的答題上勾選完全相同的選項，研究者遂在兩部分

的題號排序上作些調整。修正後的量表計分方式為四點量表，回答「從未如此」給0

分、「很少如此」給1分、「有時如此」給2分、「總是如此」給3分。

原量表在設計上雖分成兩個測量向度，但其所欲呈現的是較完整的親子互動概

念，原量表設計者並未建議將這兩個測量向度分開處理成兩個獨立的概念，故本文

在此遵循原量表的計分原則，將所有題項加總後，得分愈高者代表青少年與父母親

的相處情況越融洽，即親子關係越好；在本研究中，因將檢視不良親子關係對自殘

行為的影響，因此採反轉計分方式，使得分越高代表親子關係越差。此量表在進行

修編後，於本研究中所得之信度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Cronbach’s alpha=0.88)。

3.	父母衝突

父母之間的衝突程度乃是以青少年對此衝突之感受為測量的目標。此部分

的量表乃修改自於賴自強(1998)所修訂編製的「兒童知覺雙親衝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簡稱CPIC)。該量表共有51題，分成九

個面向：父母衝突的次數(frequency)、強度(intensity)、解決方法(resolution)、內

容(content)、感到威脅(perceived threat)、因應效能(coping efficacy)、三角關係

(triangulation)、穩定性(stability)以及整體知覺。因本研究所強調的是父母親互動的

衝突程度，以及青少年對此衝突的感受，故僅取量表中的「衝突強度」(指個人知覺

父母婚姻衝突的強度，從冷靜討論到肢體衝突等，如：爸媽爭吵時會動手打對方)，

與「感到威脅」(指個人對於父母婚姻衝突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如：當我爸媽爭吵

時，我感到好害怕)兩個面向來測量此概念。賴自強的量表採三點量表計分(常常、

有時、不會)，為使此概念得到更佳的變異程度，本研究遂將量表計分方式改為四點

量表，回答「從未如此」給0分、「很少如此」給1分、「有時如此」給2分、「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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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給3分。量表得分愈高者代表其父母親之間的衝突愈強，而其所感受到的

威脅也愈大。此量表在進行修編後，於本研究中所得之信度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Cronbach’s alpha=0.89)。

4.	同儕關係

這方面的測量乃在瞭解青少年與同儕朋友之間的互動品質，及其對互動關係的

感受。在測量同儕關係的時候，通常會檢視與同儕互動的頻率與互動關係的品質。

若要瞭解互動頻率，多半是從行為或活動方面著手，試圖瞭解青少年與同儕互動的

多寡，藉以瞭解其同儕關係。至於互動關係的品質方面，所著重的並非互動及共

同參與活動的頻率，而在於同儕對個人所能提供之心理與情緒支持程度，換言之，

此面向所強調的是一種情感上的連結與依附關係。因為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自殘行

為，因此同儕在情緒上所能提供的支持與協助比互動的頻率更為重要，故在測量上

以情感連結及依附關係為主。此部分的量表主要修改自蔡素玲(民86)《青少年依附

品質、社會支持與自殺傾向之研究》研究中「父母與同儕依附量表」的同儕關係中

有關疏離的部分，乃指青少年與同儕間情緒隔離的情形。本量表採陳述方式列出各

題，內容如：「當我傷心難過時，沒有同學可以傾訴」；「當我需要找人談的時

候，沒有同學可以聽我說」；「沒有同學瞭解我」等。計分方式則採四點量表：0代

表「非常不同意」、1代表「不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非常同意」，得分

越高代表其與同儕的疏離程度越高、同儕關係越不佳。此量表在進行修編後，於本

研究中所得之信度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Cronbach’s alpha=0.90)。

5.	師生關係

在此欲檢視青少年與其任課教師間的相處情況，互動間的和諧程度及衝突。

此部分的測量乃是參考單延愷《青少年自殺行為危險因子與危險警訊之探討》研究

(民84)，以及蔡姿娟《國中生社會支持、生活適應與寂寞感之相關研究》研究(民

88)中的「生活適應量表」中與師長互動部分，並加以修改潤飾而成。主要內容包

括：師長對學生的關心，在學生有困難時能提供支持，老師能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學

生，以及學生喜歡老師等。計分方式則採四點計分法：3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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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同意」、1表示「同意」、0表示「非常同意」。得分愈高者表示其校園內的

師生互動關係愈差、愈負向。本量表於本研究中所得之信度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Cronbach’s alpha=0.80)。

本問卷內容在設計上務求簡短、易懂，以避免讓參與者誤解題意或感到不耐，

在用字遣詞上力求簡單、清楚，完成之後先在專家學者的建議下加以修改，然後再

於正式施測前與國中、高中及高職學生共九名分別進行預先施測(pilot testing)，最後

再整合所有建議以修訂完稿。

(三)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集體填寫匿名問卷的方式來進行資料的蒐集工作。此方法最大的好

處在於顧及受試者的隱私，因問卷中涉及個人行為問題，面訪的方式可能會使受訪

者對某些題目有所隱瞞，造成研究效度上的問題。在考量問卷內容的敏感性，以及

學校場域與作息的適切性等因素之後，本研究遂以集體填寫匿名問卷來蒐集資料。

(四) 資料整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料是採用SPSS 11.5視窗版處理之。所有的問卷資料都先經由過錄編碼

(coding)處理，然後一一輸入電腦中。為確保資料的品質，所有的原始資料的輸碼工

作分兩次進行之，並獨立建檔，伺建檔完成後再逐一比對、檢視，以找出可能的輸

碼錯誤，進而加以修正之，務必待確保資料完全無誤後，方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

以下將先對所有的變項做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再以皮爾森簡單相關、t檢定來檢視變

項之間的關係，最後因依變項為二分的類別變項，故採用邏輯迴歸分析法(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來針對所提出之研究架構進行檢測。在進行多元模式分析之前，

研究者乃先針對多元共線性問題進行檢測，結果發現各自變項間並未存在著共線性

的問題。

若多元分析模式顯示性別對青少年自殘行為的解釋有達到統計上顯著的話，

本研究將進一步檢視性別與各自變項的交互作用對自殘行為的解釋力，以便瞭解

對於不同性別的青少年而言，能夠解釋其自殘行為之自變項是否有所不同(Jac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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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risi, & Wan, 1990)。由於交互作用的檢測將造成多元共線性的問題，故本研究採

Aiken & West (1991)的建議，在檢測交互作用之前，先將所有的自變項都個別減去其

平均值(即centered)，然後將centered 後的變項兩兩相乘為交互作用值，最後再置入

多元模式中進行分析。

四、研究結果

以下便先描述每個變項的分布狀況，隨後呈現雙變項分析的結果，最後才進行

多元模式檢測。

(一) 本身與家人的自殘行為

在本研究中，有22.4% (n=443)的受訪者過去曾經有過自殘的行為；而且在這些

自殘者當中，有24.4%的人表示這樣的行為只發生過一次，其餘75.6%的人則自殘

至少兩次，更有17%(n=76)的人表示，自己這樣的自殘行為已經發生過「很多次」

或「數不清楚幾次」。由於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一般在學生，並非有特殊需求的

臨床或輔導案例，故此數據更是值得重視與關切的。在自殘的方法的採用上，有

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24.8%)所採行的自殘方式不只一種，而在各種方式中，則以

「用利器(如美工刀、玻璃片)割傷自己身體某部位」者所佔的比例最高，約佔一半

(48.6%)，其次為「以香菸或火柴燙傷自己」(佔26.5%)，再其次為「撞牆或其他硬

物」(20.9%)，其他還包括：「用尖銳物品插入皮膚」(15.7%)、「拔頭髮」(8.6%)，

以及「用力咬傷自己」(7.5%)等。另值得注意的是，有5.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身

上的刺青或各種穿洞行為並不全然為了美觀，這些行為也是自殘的結果。

在家人自殘經驗方面，8.1% (n=159)的受訪者表示，他知道家裡有人曾經有過沒

有死亡動機的自殘行為。這樣的數據遠比青少年本身的自殘人數少，不過由於自殘

行為多具有隱密性，家人的自殘行為未必會讓其他人知道，故此數據很可能是低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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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自變項與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性分析

在進行多元邏輯迴歸分析之前，研究者先檢測所有自變項與自殘行為之間

的相關性。由於本研究架構中之變項的測量尺度包括類別與等距變項，故在進行

相關性分析時乃考量變項之測量尺度而進行點二系列相關分析(biser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與卡方檢定(王保進，2002)。點二系列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除同儕關係

與自殘行為之相關性未達統計上之顯著外，家庭衝突、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皆與青

少年自殘行為有關，且具有正相關性 (詳見表三)。而在檢視家人自殘經驗與青少年

自殘行為之相關性後發現：家人自殘經驗與青少年自殘行為有關(χ2=33.83, p<.000)，

家裡有人自殘之青少年的自殘行為比例較高。在性別差異方面，本研究資料顯示：

在自殘者當中，男性約佔三成(30.7%)，女性七成(69.3%)，此性別差異有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女性自殘的比例遠多於男性(χ2=29.81, p<.000，詳見表四)。在自殘頻率方

面，則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有不只一次自殘經驗的人數均約佔自殘人數的七成(男性

75.4%、女性75.8%)。

表三：自殘行為與父母衝突、親子、同儕、師生關係間之相關矩陣表

自殘 父母衝突 親子關係 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

自殘 --
父母衝突 .134*** --
親子關係 .136*** .272*** --
同儕關係 .030 .056** .265*** --
師生關係 .103*** .047* .250*** .307*** --

* p< 0.05, ** p<0.01, *** p<0.001

表四：自殘與非自殘者的差異比較

變項名稱 自殘者 非自殘者 統計量

家人有自殘經驗

家人無自殘經驗

14.7%
85.3%

  6.1%
93.9%

χ2=33.83***

男性

女性

30.7%
69.3%

45.2%
54.8%

χ2 =29.8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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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表五所呈現的是針對各變項對自殘行為之解釋力的多元分析結果。由表五中

可以看出：整個模式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χ2=120.41, df=5, p<0.001)，表示至少有

一個自變項可以解釋青少年的自殘行為。在檢視個別解釋力後則發現：在控制的情

境下，所有的自變項均能解釋青少年自殘行為。女性、家裡曾有人自殘過、親子關

係越差，父母衝突越嚴重，以及師生關係越差的青少年，其自殘的機率就越大。從

表五：青少年自殘行為之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變項  Beta Wald χ2 機率比值(odds ratio)
家人自殘經驗 .756*** 19.58 2.135
不良親子關係 .008*** 12.92 1.008
父母衝突 .022*** 11.76 1.022
不良師生關係 .066** 11.98 1.068
性別(男=0 女=1) .602*** 30.15 1.865
Model Chi-square 120.41***  
* p< 0.05, ** p<0.01, *** p<0.001

表六：青少年自殘行為之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性別差異比較

變項  Beta Wald χ2 機率比值(odds ratio)
家人自殘經驗 .756*** 19.58 2.135
不良親子關係 .008*** 12.92 1.008
父母衝突 .022*** 11.76 1.022
不良師生關係 .066** 11.98 1.068
性別(男=0 女=1) .602*** 30.15 1.865
家人自殘經驗*性別 .001 .002 --
不良親子關係*性別 .006 1.557 --
父母衝突*性別 .030 .557 --
不良師生關係*性別 .0375 1.134 --
Model Chi-square 124.75***

* p< 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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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比值中更可發現，青少年家中若有人自殘過的話，青少年本身自殘的機率約為

家中沒有人自殘者的兩倍(機率比值為2.135)，而女性發生自殘的可能性則為男性的

1.865倍(機率比值為1.865)。在父母衝突、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方面，機率比值所呈

現之數據代表自變項每增加一個單位，則依變項(青少年自殘行為)發生的機率為前一

個單位的倍數(Agresti & Finaly,1986)；換言之，當父母衝突得分每增加一個單位，則

青少年發生自殘的機率就會增加2.2%(機率比值為1.022)，親子關係得分每增加一個

單位，青少年發生自殘的機率就會增加0.8%(機率比值為1.008)，而師生關係方面則

每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自殘的比就會增加6.8%(機率比值為1.068)。隨著自變項單

位的增加，青少年自殘的機率就會成等比級數增加。

由於以上的分析發現了性別上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遂想進一步了解：性別除了

可以解釋青少年自殘行為之外，對於不同性別的青少年而言，解釋此行為產生之環

境因素是否也有不同。為達此目的，本研究遂檢視性別與每個自變項所組成之交互

作用是否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若該自變項與性別所組成的交互作用值有達到統計

上顯著的話，則代表對不同性別的青少年而言，能夠解釋其自殘行為之自變項乃是

有所不同；若交互作用值未達統計上的話，則解釋不同性別青少年自殘行為的相關

因素便沒有差異。由表六中可以發現，在解釋因素方面並沒有發現性別上的差異現

象，青少年自殘行為雖有性別差異的現象，但在解釋因素上卻未發現性別差異。

五、討論與建議

(一) 重要發現之討論

1.	國內青少年的自殘現象

本研究乃國內首項以具代表性之大樣本來檢視一般在學之國、高中(職)學生的自

殘現象，並探究相關環境因素與其自殘行為的相關性。雖然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一

般在學生，但坦承自己曾有過自殘經驗者卻高達22.4%；換言之，大約每五位學生便

有一位曾經自殘，這樣的比例遠比國外多數調查估算的5.1%至13.8% (Ross & Heath, 

2002)還要高出許多。此外，在這些自殘的青少年當中，高達75.6%的人自殘經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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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一次，更有17%的人表示，自己這樣的自殘行為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或「數不

清幾次」。由於這樣的數據並不是發生在臨床的案例中，故表示其行為被知曉的可

能性將會更低。雖然我們並不了解這些自殘者是否求助他人，但據國外相關調查發

現，鮮少自殘者會因為這樣的行為尋求專業協助；又因其傷口多表淺或不易發現，

使得這些人因外傷而就醫的機率更小(Guthrie et al., 2001)。因此，當自殘者為沒有明

顯偏差行為或精神疾患的在學生時，因為相關專業未能及時介入，此行為對他們身

心健康的威脅勢必會持續累積；而對於有多次自殘經驗者而言，自殘也會漸漸變成

一種慣用的策略。由此可見，針對這群青少年自殘行為設計適當的處遇策略乃是相

當重要的。

而在其所採用的方法方面，雖然以刺青或穿洞行為來傷害自己的人數並不算

多，但這個現象卻是值得我們關切的議題。國外也有研究發現，對部分青少年而

言，他們會選擇以刺青或穿洞來達到自殘的目的(Carroll & Anderson, 2002; Jeffreys, 

2000; Martin, 2000)。由於一般人多從流行文化或偏差觀點來看待青少年的刺青或穿

洞行為，青少年也許為了美、為了取得同儕認同，或者為了流行而刺青，不過在成

人的眼中，刺青、穿洞多被視為偏差青少年身上的圖騰(Martin, 2000)，因而我們往

往忽略，對某些青少年而言，刺青背後其實有著不為人知的動機。不論我們是以哪

種觀點來看待孩子這些行為，在未探究這種行為背後的意圖時，我們很難將其與自

殘聯想在一起，自然會輕忽這群孩子內在的聲音，也失去及時提供協助的機會。

2.	家庭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的多元分析結果顯示，在不考慮性別差異時，家中曾有人自殘、父母

衝突，不良的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均能解釋青少年自殘行為。有關家庭因素方面的

發現和國外一些研究結果類似(Tulloch et al., 1997; Walsh & Rosen, 1988; Yip et al., 

2004)：即家中他人的自殘行為提供了青少年模仿的對象，不良的親子關係與家庭衝

突則建構了具有壓力的成長環境，提高青少年自殘的機率。若進一步檢視這些家庭

因素對自殘行為解釋力的大小後，我們可以發現：家人自殘經驗的解釋力最強、其

次則為父母衝突，再來才是不良的親子關係。這樣的結果也提醒我們：家中成年的

人一些行為仍對青少年有相當的影響力，不過因本研究未針對自我效能概念進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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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故無法確知這樣的關係是否能將青少年自殘解釋成「透過模仿並學習」的行為

模式，日後研究可以針對這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本研究另一項有關家庭影響的重要發現在於：父母衝突對自殘的解釋力大於

不良的親子關係。一般而言，在看待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或心理健康的相關因素

時，多數人會認為衝突或不良的親子關係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故許多處遇

策略遂著重在強化親職教育，希望透過教導父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的技巧來改善其

互動關係，以期降低青少年偏差行為，並增進其身心健康與福祉。然而本研究結果

顯示，影響少年自殘行為的家庭因素中，父母之間的衝突關係比親子關係的影響還

大。國外學者Emery(1982) 曾針對父母衝突對子女的影響提出四種可能的解釋，其中

兩種與少年偏差行為有關。第一種解釋認為：父母衝突對於子女依附關係的建立會

產生負面的影響，因為衝突中的父母親已將所有的心力花在處理夫妻之間的問題，

無暇提供子女應有的照顧或回應其的需求，故當孩子遇到自己無法處理的問題時，

只有選擇以極端的方式來面對；第二種解釋則認為：父母長期的爭吵不和對子女而

言會形成相當沉重的壓力，他們無力改變父母的關係，也無法離開家庭獨立生活，

而長期處於這樣的環境中，其身心健康勢必遭受負面影響。另一種針對父母衝突與

青少年自殘行為相關性的研究論述則認為：通常自我分化較弱的少年比較容易受到

家庭的影響，因為在發展的歷程中，他們沒有成功地建立自我的概念，這些少年通

常與母親之間還有很模糊不清且矛盾(如：既愛又恨)的關係，所以當家庭問題產生的

時候，他們最有可能會藉由自殘的方式來協助衝突的解除，也因此在無形中扮演了

家裡「代罪羔羊」的角色(Friedman et al., 1972; Walsh & Rosen, 1988)。雖然本研究

資料無法進一步詮釋父母衝突與青少年自殘行為之間的本質，但這樣的結果提醒我

們，若要改善青少年自殘的行為，我們不只需要了解其親子關係，也應關切父母關

係，從整個家庭互動觀點出發，以期有效降低青少年自殘行為發生的機率。

3.	學校因素的影響

除了家庭因素，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學校因素中的師生關係也對青少年自

殘行為具有影響力。雖然在談論影響青少年行為時，大家對同儕影響的重視往往大

於教師的影響，但本研究卻發現：相較於同儕關係，師生關係的品質反而更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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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自殘行為。在青少年學習的歷程中，我們往往只注重教師在教授專業知識

上的能力，而這幾年的教改聲浪中也多著重在教材內容、教育方式與相關制度的改

變，其實在青少年成長的歷程中，老師所扮演的角色決不亞於家長或同儕，教師若

能不增加青少年的情緒壓力，並適時提供情緒支持，則對學生的幫助絕不只是在學

業表現上，也能協助降低自殘發生的機率。

至於同儕關係方面，本研究有自殘經驗者所得到的同儕支持並未少於無自殘

經驗者。研究者認為會產生如此與文獻資料不同的結果可能是因為變項的測量方式

未能更清楚地區辨支持的差異程度，使得本研究受訪者在此變項的得分普遍偏高，

並缺乏變異程度。本研究是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

意」四點計分方式來讓受訪者對與朋友或同學相處時的各種感受進行勾選，結果發

現：有不少受訪者在問卷上註明「有時」同意於該題意的描述(如：當我傷心難過

時，可以和朋友傾訴)，但有時又不同意，因為很多時候是「看情況」而定。從這些

受訪者的答題態度來看，他們其實相當認真地思考每個問題，故他們認為無法強迫

自己在以上四個選項中圈選出一個適當的答案，因而特別在題目旁註明之。由於研

究者是在資料蒐集完成後才發現以上的問題，基於研究倫理，只有將這些註明「有

時」、「不一定」、「看情況」的部分視為遺漏值，然而這些遺漏值所呈現的資料

意義可能更大。這部分應是本研究在量表設計上不足之處，故日後如此測量工具在

計分安排上應考量更多的變異性，使得同儕關係的支持差異程度得以區分出來。如

此一來，同儕關係與青少年自殘行為間的相關性方可以更明確地檢視出來。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蒐集方式為集體匿名填寫問卷，雖然此法符合時間與經濟

效率，並可確保匿名性，但有一個潛在的問題：即無法確認曾有過自殘經驗的青少

年身份。若根據研究資料，這些有自殘行為的青少年是亟需相關專業的適時介入，

以提供必要的協助。但因為是以匿名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工作，故研究者

僅得知青少年就讀的學校與班級，無法確知其個別身份，以至無法得知這些青少年

是否已經接受相關的協助，也無法轉介相關服務給有需要的青少年，僅能將所得資

料告知學校輔導人員，請其注意該班級的同學，以於必要時提供協助。此外，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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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原為求取得具代表性的資料，故以一般在學生為抽樣母體，此法雖能讓我們瞭解

目前所知不多的青少年自殘狀況，但卻無法得知行為發展的歷程。日後研究可針對

有過自殘經驗的臨床案例，藉由不同的研究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究與分析，如此應

有助大家瞭解自殘事件的發生歷程，與其對當事人本身的意義。

本文在檢視各自變項與自殘行為之相關性時發現，雖然這些相關係數均有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但其相關係數值偏低，代表仍有其他的相關因素可以解釋自殘行

為，但未在本研究中被討論。不過如同國外文獻所提，相較於其他偏差行為，青少

年自殘行為的影響因素更加多元且複雜(Zila & Kiselica, 2001)，而目前研究對此行為

的影響因素了解仍顯不足，所以本研究結果仍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日後研究可再

針對自殘者行為產生的歷程做深入的探究，以找出其他更有力的解釋因素。

(三) 相關實務建議

儘管本研究有上述的研究限制，但本研究畢竟為國內首件以自殘少年為對象的

研究，初步研究結果依然提供了相當寶貴的資料可供參考。在此將針對與青少年族

群互動頻繁的相關專業人士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促使國內相關專業開始重視青少

年自殘行為的防治工作。

1.	主動關切自殘青少年 

相對於其他類型的青少年偏差行為，自殘行為的隱密性相當高，當事人往往

不會主動顯露出身體上的傷口；即使有人看到了青少年身上的傷痕，多數人往往也

因為對自殘行為的理解不夠，而誤將這樣的傷害解釋為「耍帥」的行徑，此舉不只

未能有效地回應這群孩子的需求，也會失去及時提供適當處遇的機會。雖然本研究

所調查的對象為一般在學生，卻有高達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曾經以自殘的方式對待自

己，而且在這些人當中，有超過七成的人有不只一次的自殘經驗，這樣的數據更加

突顯出問題的嚴重性。許多看似沒有「問題」的莘莘學子其實是有心理上的需求未

被滿足，他們需要我們的主動關切，所以專業人員在看到青少年身上的傷痕時，應

與他們談論傷口為何而來？了解其自殘發生的情境，以找出困擾青少年的相關事

由，如此才能提供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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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辨「自殺」與「自殘」

目前國外防治自殘行為的工作大多在醫療院所(特別是急診室)內推動，因那裡往

往是自殘者最先被發現的地方(Briere & Gil, 1998)。但除了醫療院所之外，也有不少

臨床案例顯示：許多自殘青少年是因其他的偏差行為而接受學校輔導老師或社工專

業人員的協助(Yip, Ngan, & Lam, 2003)，故較可能接觸到自殘青少年的專業人士都應

注意此問題存在的可能性。在面對因類似行為常常進出急診室，或有明顯非因他人

所造成的肉體傷害情形之青少年時，我們需要先瞭解及評估其行為的動機，以判斷

青少年行為的本質是否為「自殘」，不應先假設其必然為自殺的個案，此舉將能避

免將自殘者誤認為是自殺者，以至影響到後續的服務策略。

3.	建立普遍化篩檢機制

由於青少年通常不會因為自身的問題而主動求助，而自殘行為又不如一般偏差

行為一樣可以輕易被發現，所以更需要透過全面性的評估工作來篩選出高危險群。

全面評估工作其實並不難進行，我們可以讓學校輔導室定期透過簡易的量表對學生

進行初步評估，從初步評估的結果來界定高危險群，這些高危險少年可以藉由較嚴

謹的診斷工具再次評估，並視需要聯絡父母以轉介其接受適當的治療與處遇。唯有

如此，青少年自殘問題才得以被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4.	家庭處遇之探討

在處遇工作方面，早期國外有些學者(如：Gardner & Gardner, 1975; Ross & 

McKay, 1979)基於自殘行為之「偏差性」或「疾患性」(disorder)，故提出以行為治

療法來改變自殘者的行為，藉由正增強或處罰的方式來讓自殘者停止這樣的行徑。

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我們不能僅從此行為的「偏差性」觀點出發，家人的自殘

行為、父母衝突與不良的親子關係皆會影響青少年的自殘行為，所以相關防治工作

不應只侷限於醫療院所之中，常需提供服務給失功能家庭的相關專業人士也應在接

觸這些家庭的時候，應同時瞭解其親子之間與夫妻之間的互動關係。

換言之，協助處理各種青少年問題的專業人員可以扮演一「入口」(gateway)的

角色(Stiffman et al., 1997)，當發現接受服務的青少年有自殘行為時，應讓相關的服

務能早期介入，以協助解決或緩衝其環境中的壓力。所以就長期的處遇目標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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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業人士應可藉由家庭處遇來協助降低這些青少年所承受的家庭壓力，並讓其

家人參與處遇計畫，透過家人與青少年溝通彼此的看法，讓家人看到孩子身上的傷

口與內心的需求。Yip, Ngan, & Lam(2003)等學者透過質性訪談來了解父母如何影響

香港青少年子女的自殘行為時便發現，許多家長其實是知道自己孩子的自殘行為，

但因為不知該如何和孩子談論這個問題，且又未見問題的迫切性(因沒有立即威脅到

生命、也沒有傷害到他人)，故常常對此行為隱諱不語，並認為這樣的行徑在不被重

視的情況下會自動消失。如此「視而不見」的因應方法不 只無法降低青少年自殘的

機率，更在無形中助長了青少年採取此行為模式的動機。Yip, Ngan, & Lam(2003)遂

建議，當家裡有人自殘時，應要主動協助這個人尋求專業的協助，透過專業的介入

讓家人能坦然地接納自殘的成員，以避免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當成員中有青

少年時。

除此之外，當相關專業在協助有自殘經驗的青少年時，不應將這樣的行為視為

個人偏差的因應策略，並只針對個人行為進行認知或行為治療，而應從整個家庭系

統出發，採取家族治療模式，瞭解自殘青少年父母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青少年在家

裡所扮演的角色。正如Minuchin(1967)所言，各種少年問題行為往往是家庭長期適

應不良下的產品，唯有在家庭脈絡下才能有效改善這些問題行為。因此專業人員需

要將處遇焦點由少年擴大至對家庭系統的關心，將接觸對象延伸至少年的家人，以

對少年行為有更全面性的掌握，相信更能發揮介入的成效。換言之，當家中有人自

殘時，家人需要對這個成員與這樣的行為表達關切，勿讓自殘者成為家中的「隱形

人」，或是協助父母轉移其面對夫妻衝突的「代罪羔羊」(Walsh & Rosen, 1988)。若

能減少家庭權力、角色扭曲等現象，也能促使少年有較好的分化能力，與家人在離

合任務中取得更適當的平衡距離，避免與家庭情緒過度糾葛。如此將不僅能降低青

少年自殘行為發生的機率，也能改善整個家庭系統的運作模式。

5.	強化師生關係

除了家庭因素，本研究亦發現了教師的影響力。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除了

家庭環境、學校生活則是另一個影響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通常我們在看待學校

環境的影響時多強調同儕的角色，但事實上，教師在情緒方面的表達也是影響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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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為的重要因素，如有研究顯示：許多學業成就低落的學生表示，自己因無法從

教師身上得到情緒支持，而為求保持自尊，這些學生反而會以偏差或退縮的行為來

面對他們認為不夠友善的學習環境(McCallum & Bracken, 1993)。因此在教師專業

訓練的過程中，也應教導教師理解青少年的自殘行為，嘗試瞭解其所面對的環境壓

力，勿僅從偏差的角度出發，更應避免讓師生關係成為青少年生活中的壓力源。此

外，也應該教導教師在與學生相處的時候，能更積極主動地提供情緒支持，特別是

那些經歷家庭衝突與不良親子關係的學生們，以協助降低青少年自殘行為產生的機

率。 

(四) 總結

自殘行為在許多人眼裡多半只是一種問題行為，而且通常當這些青少年也有其

他的偏差行為時，他們的生命就顯得更微不足道。然而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

環境因素的交錯影響下，生命對有些青少年而言，有太多無法承受之重，他們無力

面對，也無法改變，所以他們可能選擇了「自殘」這條路來處理他們的困境。換言

之，這些孩子其實並不是不懂得尊重或珍惜自己的身體，而是紛亂的生活壓力加上

欠缺適當的宣洩管道，使得他們選擇了這個不會傷人的行徑來解決問題。我們若能

及時提供一些具體的協助，降低環境因素的負面影響，將能較有效的預防青少年自

殘行為的發生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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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lf- Mutilation Among a Community 

Sample of Adolescents

Yu-Wen Che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ce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self-mutilation in a 
community sample of adolescents.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self-mutilation of family members, parental 
conflict, po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oor peer relationships, and the poor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s were 
related to adolescent self-mutilating behaviors. Gender difference was also examined. The research population 
was students enrolled in grades 7 to 12 in Taiwan. The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study participants.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was 1,975, 42% of whom were male, 58% were femal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in the group setting. Logistic regressions were used 
to test the multivariate model. In this sample, 22.4% of the respondents had self-mutilating behaviors. Among 
these people, 75.6% had harmed themselves deliberately at least twice, and 17% reported that they did it 
many times. The most commonly reported self-mutilating behavior was carving on skin (48.6%), followed 
by burning skin (26.5%).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in the controlled setting, the chance 
of self-mutilation is higher for adolescents who experienced more parental conflict, had poor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had poorer relationships with teachers, and had someone at home engaged in self-mutilation. 
Gender difference was also found; more girls had self-mutilation behavior than boys. Discussion and 
implication for future interventions are suggested.

Key words:	adolescent self-mutilating behaviors, parental conflic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eer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s wit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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